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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国家治理的深厚文化根基。先秦儒家礼乐从孔孟血缘伦理到荀子制度伦理的内

在演进脉络，呈现出等级秩序与平等权利、血亲至上与普遍法则、克己修身与个体自由三重张力。礼乐

以教化涵养人性自觉、塑造公序良俗，其创造性转化须植入现代价值内核，在社群和谐与个体权利、仪

式教化与人的自由发展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为现代公共秩序建设提供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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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mbodies the profound cultural found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8388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8388
https://www.hanspub.org/


姚子砚 
 

 

DOI: 10.12677/acpp.2026.158388 255 哲学进展 
 

The internal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pre-Qin Confucian rites and music—from the kinship-based 
ethic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to the institutional ethics of Xunzi—reveals a triple tension be-
tween hierarchical order and equal rights, the primacy of blood ties and universal principles, and 
self-discipline and self-cultivation versus individual freedom. Through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rites and music foster self-awareness and shape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s. Their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must be grounded in modern core values, seeking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com-
munal harmony and individual rights, as well as between ritual education and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thereby providing resources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
ern public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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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与时俱进的精神基础，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丰富滋

养。先秦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形成的源头时期，在“礼坏乐崩”的时代背景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

家所阐发的礼乐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早期比较完整的道德教化治国范本，并经过“推明孔氏，抑黜

百家”的汉代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精神脉搏。礼，经国家，定社稷。以礼乐为表

现形式的儒家道德教化不仅是一种精深宏富的理论，更是一种实践智慧，这种使人效仿圣贤榜样，并以

成圣成贤为人生目的的道德教化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整合、感召和凝聚人心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道德

人格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是当代公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源头活水和资源宝库。 
礼乐“以文化人”是适应中国伦理、政治的道德化育，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使中华文化传承三千

多年而不衰。近十余年来，学界围绕儒家礼乐的现代命运形成三种根本性分歧，直接关涉其能否转化、

如何转化。其一是关于儒家礼乐能否适配现代平等社会之争。有学者指出儒家存在不可消解的血亲情理

深度悖论，其与现代个体平等、法治精神存在结构性冲突[1] [2]。也有一些学者剥离礼乐宗法外壳，提炼

仁爱、节制、共情、中和等心性内核，认为其可转化为当代公共礼仪、公民道德规范[3] [4]。其二，以西

释中与以中释中之争的方法论之争。邓晓芒等学者长期以康德道德哲学为标尺审视儒家伦理，主张只有

引入西方启蒙理性才能完成批判性转化[5]。与之相对，立足本土义理的学者主张回归中国哲学自身的义

理系统、范畴体系和诠释传统，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呈现儒家礼乐的真精神[6] [7]。其三，心性向内与社会

向外之别的转化落脚点之争。现代新儒学偏重个体心性修养，将“克己复礼”简化为内在道德自律，弱

化了礼乐的社会公共建构功能[8] [9]。制度派学者则主张礼乐核心是公共秩序，必须对接基层治理、公共

文明、社会共同体建设，单纯修身会使礼乐脱离现代社会现实需求[10] [11]。既有研究多在各分歧框架内

展开辩护或批评，较少以具体的内在张力为分析焦点，将“批判什么”与“转化什么”纳入同一问题框架

予以系统回应。如何甄别礼乐文化中“可变”的制度外壳与“不变”的精神内核，如何破解礼乐传统在现

代转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在张力？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孔子礼乐思想为主体，兼及荀子“援法

入礼”的理论拓展，集中探讨礼乐文化当代转化中必须警惕并改造的核心元素，为传统礼乐资源参与现

代公共秩序建构提供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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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生成 

(一) 儒家礼乐文化的生成背景 
礼乐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典章制度，它实际规定着古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诸

多方面。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

[12]。以周平王东迁成周为转折点，延续了几百年繁荣稳定的西周礼乐制度开始走向衰弱。周王室式微、

各诸侯国兴起与西周初年确定的土地分封和宗法制度的破坏相为表里。当温情脉脉的血缘姻亲关系不能

有效地调和赤裸裸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时，被孟子斥为“春秋无义战”的土地兼并战争就成为最好的解

决手段。“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13]天子失政，维护其统治秩序的礼乐制

度也相应遭到破坏。春秋战国之际，是一个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旧的制度在继续崩溃，新的

制度尚未形成，中国古代社会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时期。 
春秋战国之际的“礼崩乐坏”主要体现在社会政治教化层面，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内核的“礼乐”

失去了其政治教化的意义，走向虚伪化、符号化，从而导致维护周代社会、政治的伦理秩序和价值观念

被毁坏。但是，礼崩乐坏反而使人们从僭礼背乐的负面效应中重新发现了礼乐的价值和意义。这就促发

一些思想家为重树礼乐权威而辩论著书，从礼乐的终极依据、文化意蕴、社会政治功能等方面对其予以

反思，力图超越礼乐外在礼仪形式的局限，深入挖掘并阐述其内在的精神实质。礼崩乐坏孕育了礼乐教

化思想，其为礼乐教化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历史必然。诸子百家面对礼乐文化有着不同的立场，他们

针对礼乐文化的本质、礼乐文化的社会功用及其存废问题进行论辩，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从复古的

立场出发，主张恢复周礼，而墨、道、法等其他学派则从各自的角度反对儒家礼乐文化。墨家从功利实

用的角度出发，以兼爱反对儒家宗法礼教，认为儒家提倡的礼乐文化和繁文缛节劳民伤财，滋长享乐之

风；道家从自然无为的哲学立场出发，批判儒家的礼乐文章残害人性，使人变得虚伪；法家从法治立场

出发，反对儒家亲情用事和礼治，主张一切绳之以法。这些思想的交锋和碰撞从相反相成的意义上促进

了礼学的发展，是礼乐教化思想生长的肥料。 
(二) 孔孟礼乐思想的确立 
孔子的理论奠基于夏商周三代用礼乐的情况，他指出“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14]。

夏代的政令过于清简，商代的礼法过于苛责，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13], p. 54)。孔子认为周朝

的礼乐文明气象最为完备和值得效法，于是发出“吾从周”的赞叹。面对礼崩乐坏和周道衰微的历史潮

浪，孔子以宗周礼乐制度的捍卫者和继承者自居，通过“正名”来“复礼”，要参照周礼重新确定人们在

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和地位，明确尊卑上下和正定等级名分；通过重新整理和序定乐舞来拯救“乐坏”，

抵制新乐，维护雅乐。最后，通过援“仁”入礼，对礼乐精神进行推陈出新，形成自己的完备的礼乐思

想，孔子认为，礼乐根本之礼义是仁德，仁是礼乐的价值内核，礼乐是仁的外在表现。礼乐被赋予仁德

的价值内涵和教化意蕴，完成礼乐由形式向精神的转化。此外孔子对礼乐与人的存在、天道等关系进行

哲学论证，指出礼乐体现天地秩序和谐，具有合理性和超越性，由此回答礼坏乐崩的现实语境对礼乐价

值的叩问。然而，历经十多年的宣传游说自己的政治主张的道路屡经波折，失望的孔子晚年只能回到鲁

国专心授业，他仍然将“礼教”和“乐教”作为自己的重要教育内容，将“文之以礼乐”作为“成人”的

必备条件，但孔子的“正乐”“复礼”理想终究是在无法逆转的时代潮流中黯然退场。 
到了战国中期，旧的统治制度和礼乐体系已经被打破，各国的政治变革也已完成，民间俗乐蓬勃发

展，雅乐也被统治者们束之高阁。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提出“王道”的政治理论，孟子的一切学

说都是为了他的“王道”服务的。孔子认为“仁”的本质是将对亲人的爱扩展到其他人，孟子更进一步提

出了“性善”说，由于人皆本善，孟子开始真正注意到普遍意义上人的共性，指出“圣人与我同类者”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8388


姚子砚 
 

 

DOI: 10.12677/acpp.2026.158388 257 哲学进展 
 

[15]，于是顺理成章提出“与民同乐”主张，因此在孟子的王道仁政中，是君民同乐、人人相亲的天下和

谐。孟子也继承了孔子“乐以教民”的理论，认为仁德和音乐的教化能争取民心巩固统治，“仁言不如仁

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15], p. 204)。可以看出，孟子虽然也在不断强调君臣父子和先

王之道，但孟子的“礼”是在新兴地主阶级占领历史的前提下，调节上下关系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

并未像孔子那样提出明确的“复礼”“正乐”主张，这也是孔子礼治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必然反映。 
从孔子的“援仁入礼”到孟子的“性善”“仁政”，先秦儒家礼乐思想完成了其核心精神的确立，即

礼乐以仁为内在根基，以教化为基本功能，指向个体德性的完善与天下秩序的和谐。然而，孔孟将血缘

孝亲确立为至高道德准则，使儒家存在不可消解的血亲情理深度悖论和现实困境，当血缘亲情与普遍仁

爱发生冲突时，孔孟的选择是优先保全血亲、牺牲普遍正义。如“父子相隐”中孔子以包庇父亲之罪为

“直”，舜“窃负而逃”中孟子赞许背弃国法以全父子私情，“封之有庳”中舜纵容不仁之弟剥削百姓。

这种“血亲本位”的价值排序，使孔孟礼乐思想内在地包含着一个难以自我克服的矛盾，它同时确立了

“不可坑人害人”的普遍底线和“事亲为大”的特殊优先，二者一旦冲突，普遍正义便不得不让位于血

缘私恩。这也是孔孟周游列国而“不能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君主无法接受臣民把家庭血缘无条件地置

于国家公共秩序之上。 
(三) 荀子“援法入礼”的理论突破 
荀子主要生活在战国晚年，他继承先儒学说，一生四处游学，但面对的是一个比孔孟时代更为残酷

的现实。此时七国争雄已近尾声，法家的治国方略在各诸侯国纷纷奏效，“力”的逻辑压倒“德”的逻辑

已成为时代定局。荀子曾三为稷下学宫祭酒，又先后游历秦、赵、楚等国，亲见秦国“其百姓朴，其声乐

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16]的法家治理成效。这种经历使他比孔孟更清醒地意识到，纯粹依

靠礼乐教化与道德自觉，无法有效约束人性之恶，更无力回应法家“法治”的现实竞争力。因此，荀子的

礼乐思想虽“本于孔子”，却不得不进行一场深刻的制度性改造。 
改造的理论起点，是荀子对人性论的重新奠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反，荀子认为人性是指与生俱来

的自然本能，“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6], p. 320)。礼义的起源正是圣人为

了防止争夺和暴乱而研制出来限制人的欲望的。这一“性恶论”的设定，使礼乐不再仅仅是内在仁德的

自然流露，也不只是人性本善的顺势扩充，而是一种从外部约束、改造人性的必要制度。在此基础上，

荀子将“法”的要素系统地引入礼乐体系，实现“援法入礼”的理论重构。在荀子看来，礼与法并非对

立，而是同源互济，礼是法的根本原则和分类依据，法是礼的具体化和强制保障，二者的关系是“礼法

并用，王霸兼施”，教化与刑罚由此统一在国家治理的同一个框架之中。在荀子的理论中，礼乐不再是

单纯的道德感化手段，而是与法律、政令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礼乐承担“化”的功能，刑法承

担“禁”的功能。 
与制度性改造同样重要的是，荀子从根本上调整了孔孟的价值次序，提出“礼有三本”([16], p. 252)，

将天地、先祖、君师并列为礼的三大根源，打破了孔孟仅以血缘为道德唯一本源的“一本论”格局。在此

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礼莫大于圣王”([16], p. 62)，从根本上回应了君主对国家统一的关切。此后，

董仲舒将荀子的价值排序进一步制度化为三纲体系，确立君臣关系为首伦，汉代儒学由此成为官方正统

意识形态。正是荀子率先完成的这一价值重构，使礼乐思想从血缘宗法的内闭体系转向了兼顾公共制度

建构的开放框架，为礼乐传统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超越“亲亲”维度的理论可能。荀子对“礼”的具体功

能也作了制度化的重新阐释，指出“礼者，养也”，即礼的基本功能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16], p. 
250)，在有限的物质资源与无限的欲望之间建立合理的分配秩序。这种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礼论，使礼具

备了接近现代公共治理的制度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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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史的整体脉络来看，孔子确立礼乐的仁德内核，孟子从心性论予以深化，荀子则为礼乐注入

制度理性与法权维度，并通过价值秩序的重构使之获得回应公共秩序问题的理论能力。这对于礼乐文化

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可能，通过发掘和激活荀子礼法结合的治理智慧，探索礼乐传统如何与现代法治精神

相衔接，如何在不放弃仁道价值的前提下建立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公共规范。当然，孔孟荀的“礼法”终

究以差等秩序为前提，与现代法治的根本原则存在质的差异，这一点必须在创造性转化中予以清醒的认

识和彻底的改造，如此才能真正成为礼乐文化参与当代公共秩序建构的活的思想资源。 

3. 儒家礼乐文化的核心义理 

礼乐文化的历史起源悠久，向前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舞乐祭祀，但是儒家礼乐思想诞生于春秋战

国时期，它是在借鉴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回应。礼乐思想的核

心是仁，表现为爱人与自爱，只有在“爱己及人”这样一种双向互动、内外交融的伦理实践中，方能成就

以仁为本的理想和谐社会。 
(一) 礼乐教化的内在逻辑 
礼和乐在先秦时期经常被联系在一起，礼作为外在的规范机制，旨在通过约束人的行为以促进个体

的品德修养；乐则侧重于内在情感的调和，旨在通过影响人的内心世界以达到心灵的和谐与宁静。这一

并重的理念，体现了先秦时期对个体内外兼修、全面发展的深刻认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

乐云，钟鼓云乎哉？”([13], p. 403)乐的物质形态只是末节，乐所表现的人的内心情感才是本真。七情六

欲人人与生俱来，具有天生的合理性，孔子也并不表示否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正是人的情和欲引发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冲突又作何解释？《乐记》篇对此进行了论述：“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

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14], p. 172)人的好恶之情是由于外物的影响产生的，外物的诱惑

无穷无尽，那么人的好恶也就没有节制，一旦没有节制，人便被外物同化了，于是才有狂悖、逆乱、欺

诈、作假的念头和行为，这就是导致天下大乱的因素。礼乐教化的意义也就在于此，制礼作乐是为了对

人的行为加以节制，“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14], pp. 172~173)，用礼节制

民心，用乐调和民气，民众才能礼行乐达、内外和谐，礼乐也因此成为帝王之术的重要两项。先秦儒家

的乐包含诗、歌、舞、乐器，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并且将乐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声，自然界的一切

声响；第二层次是音，是有韵律的声；第三层才是乐，真正的乐是与伦理相通的。“知声而不知音者，禽

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14], p. 171)居上位的君子为从乐中得到正天

下的道理而欢乐，士庶人等为从乐中满足了自己的私欲而欢乐，只有君子才能理解乐里面蕴含的伦理道

德层面的内容，不仅用乐来使自己身心和谐，而且用乐处理周围的伦理关系、治理人心。 
施行礼乐的目的是教化众民，即礼乐教化。礼乐教化是指将“礼教”与“乐教”并提而形成的教化体

系，它的含义是：以礼教民，以乐化民。“教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但教化的实践早在尧舜时代

就出现，《尚书》中有帝舜教化百姓的记载，《礼记》肯定教化是完成个人风范教养、社会良风美俗与政

治清明之人文历程。教化的特点在于“化”，化便是感化，通过树立一种完美的道德品行模范，让人们追

求效仿，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并认同这样的价值规范，由个体带动整体，以达到推动社会道德整体

发展的效果。因此，教化不是强硬压抑的教育，而是一种让人身心舒畅，能够产生共鸣的教导方式，将

德性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便能使理想的道德伦理转化为现实的道德文化，这也是统治者培育理想人

才、稳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14], p. 173)礼乐体系根植于人

性本质并依据人情需求而构建，旨在通过礼乐教化机制有效调控人情，进而提升个体的道德境界。礼与

乐唯有协同作用，方能促使个体身心及社会环境达到和谐有序的状态。因此，礼乐教化被视为政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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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道德培育的核心途径，兼具道德培育、行为规范与社会风俗改良的功能，可以有效地推进天下大

治。儒家推崇礼乐教化，意在经由提升执政者的道德素养与人格完善，引领广大民众实践“克己复礼”，

全面提升社会的人文精神，促使社会风气与习俗的积极变革，扭转天下无序的混乱局面，从而为人们的

生产与生活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最终达成天下的和谐与秩序。 
(二) 礼乐文化的仁道实质 
儒家礼乐的精神实质在于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3], p. 44)李泽厚先生曾

评价道：“孔子对这种(礼乐)传统的继承、保存和传授，是建立在他为礼乐所找到的自我意识的新解释的

基础之上的。这个自我意识或解释基础，便是‘仁’。这才是孔子的主要贡献，特别是在思想史的意义

上。”[17]据郭沫若考究，“仁”这个字初见于春秋时代的典籍，春秋前的古书以及金文、甲骨文里都找

不到这个字，因此“仁”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18]，但是在孔子以前，“仁”除了“仁爱”、“仁厚”

外没有他解，而孔子赋予了“仁”更加丰富的内涵，他从传统的礼乐文化中发现了“仁”，并引“仁”入

礼，使其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德性相通，并与爱、善、德、诚、敬、恕、和、俭、正、

公、道、理、武、勇等品格相连，“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

何以治之？”([14], p. 103)连圣人都只能用礼去疏导人的七情，维护崇尚谦让的十种理性社会关系。孔子

通过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人对话，诠释和丰富“仁”的含义。曾子说孔夫子的学说“忠恕而已矣”，孔

子对“忠”和“恕”都下过定义。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

说，仁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同情共感，是一种推己及人的胸怀，是悯恤之道德情感的落实。仁还是道德

主体的自觉性活动，孔子某次回答颜渊时说：“克己复礼为仁。”践行仁德全靠自己抑制自己，使自己的

言语行动都恢复到礼所允许的范围；“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正是在“克己”与“复

礼”中，人作为道德主体在自觉中确证了自己生命的本质。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在于仁，而仁的立足点在于爱，表现为爱人与自爱。“儒家所言‘仁’，非仅为

一抽象的理式，它的内涵，为物我的一体贯通。而这物我一体的通性，乃落实于情或‘爱’而显其义。”

[19]仁的表现就是爱人，表示对情感的重视，与原始人充满本能的感性冲动不同，礼仪强调对情感的节制

和修饰，人的道德行为和原则应该建立在情感之上。“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鹿，是故圣人作，为礼以

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14], p. 2)与墨家的兼爱不同，儒家的爱并非抽象无差别的爱，有

礼节的人对待亲朋、孺子、鸟兽乃至瓦石草木的情感表现，一方面必定存在实质上的厚薄远近之差，但

同时又贯穿着一种普遍的“不忍”，这是基于人的自然情感和人伦差序的差等之爱，所谓“立爱自亲始”，

人们应当先爱自己的亲人，再由爱亲出发，推及到他人，每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在仁爱秩序所构

成的关系世界中的独特角色，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不同人伦的位分，这体现了儒家希望在

社会治理上使社会群体之间呈现仁爱而又有差序的理想状态，而礼乐便是连接人与人的纽带，是社会性

群体的灵魂，这使得礼仪制度被赋予了实践理性的心理学解释，而人一生在不断追求仁爱的过程之中，

能体会到个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对生命的终极关切、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哲学沉思，是传统儒家思想中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为了

自身道德修养的完满与人格精神的提升，对于主体的完善而言，“仁”既是基础，又是最高境界。爱人与

自爱是仁道的两端。如果对仁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对他人向度的强调上，就会陷入对主体自身缺乏积极价

值关怀意涵的片面的自我否定，如果仅靠外部的道德规范和礼节来约束人，而没有植根主体生命本源的

内驱力的话，“爱人”也会趋于苍白无力和僵硬。有仁德是一种自爱，“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

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13], p. 132)。仁者少言寡欲，心平气和，所以身体康健长寿。有仁德更要求

自爱，“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15], 
p. 179)。孟子深化了爱己的内涵。人皆自爱，这种自爱浅层意义上是要爱自己的肉身、保养自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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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意义上是要培养自己的心志，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身是人实存的一段，而人的存在

的更重要的另一端是心，人心只有不断内省反思先天本有的“仁义礼智”和良知本心，才能成为自己身

体的内在主宰，达到人的本真性的价值实现。因此，只有在“爱己及人”这样一种双向互动、内外交融的

伦理实践中，爱人与自爱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方能成就孔子理想中以仁为本、人人守礼的大同社会。

另一方面，爱人与爱己的儒家仁爱观念，对于讨论现代社会关于道德法则和人的私己性的二元对峙倾向

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4. 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局限 

先秦儒家礼乐教化思想产生于封建宗法等级社会，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时代背景等

都决定了其包含的某些道德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内在局限性，在承认先秦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包含着优秀

德性思想的同时，必须意识到其作为封建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消极负面影响，并且坚决予以批判。 
强调等级差异，侵害人与人的平等权利，压抑个人的主体性、独立性人格。传统礼乐文化最根本的

局限，在于其对等级差异的固化和对个体平等权利的侵害。“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

称者也。”[20]礼要体现的是等级，维持的就是等级秩序，礼所确认的是“别”、“不同”，这种不同是

身份等级的绝对差异，是权利义务关系上的各有所职，也表现为服饰器用等等上的差异。“礼之不同也，

不丰也，不杀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该有的礼数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样才能维系人情，和合上下而各

安其位。在传统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这套礼数规范成为人们现实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双重桎梏，在一定

程度上约束了人的活力和自由，使社会氛围趋向拘谨与刻板。因此，礼乐文化中“别异”的功能必须彻

底剥离其等级内涵。传统之“别”是身份的尊卑高下，现代之“别”应转化为基于人格平等的角色差异与

文明素养，否则任何试图恢复“礼”的努力，都可能暗含将不平等秩序再度正当化的危险。 
重人伦，轻法理。在儒学伦理看来，一个人的出生就意味着“入世”，“人之生，不能无群”([20], 

p. 142)。“入世”和“入群”意味着必须遵循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五

伦。这种紧密的人情伦理关系让个人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归属感，让社会能成为紧密联系的一团，并带动

集体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但过于依赖和注重这种宗法等级伦理关系及秩序在现实生活中也带来一些难以

规避的问题。典型如“亲亲相隐”问题，孔孟立足于自然真情来讲孝道，主张在处理人情法理问题上要

给予人情更大的调节作用，但这一原则在实际影响中往往被不当扩张，传统社会将其上升为律法规定后，

更极大程度上为任人唯亲、徇私枉法等偏私问题提供了理据。礼乐传统中“重人伦”的一面虽可转化为

现代社会的共情能力与社群关怀，但必须以法治框架为边界。现代法律绝不允许“亲亲相隐”再度膨胀

为超越法律的特殊主义特权，更不能以“人情社会”之名消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原则。 
压抑人性、扼杀私欲的人学批判。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克己”意味着要克服自己的私欲，强调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3], p. 261)。一方面儒家要求克服私欲、约束言行才能

成仁成圣，以“义”为道德标准，贬低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另一方面要求学生在心性上下功夫，强调外

在的修炼必须达到内在心性的提升和净化。这些放弃自己的本能欲求、不得在言行上对礼制规范和社会

伦理纲常有丝毫僭越的要求，很难获得对人的主体性的承认和尊重。直到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这

种反人学被发挥到极致，从而更容易使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到僵化礼制的束缚、压迫和残害。鲁迅先生笔

下的“吃人”就是宗法等级社会礼教压迫下人与人极端关系的写照。就此而言，必须将“克己”重新诠释

为一种基于理性自觉的自我节制能力，而非对个人正当欲求的全盘否定与外在强制。“复礼”则应是自

觉遵循公共生活的基本规范，而非向僵化教条的服从。承认并保护个体的合理欲望与自主空间，是礼乐

文化在当代获得生命力的基本前提。 
政治功利化倾向。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从政的道路上，一方面会阻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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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技术发展，禁锢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传统社会的教育体系与政治体系深度

捆绑，使读书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科举仕途的阶梯。这种教育功利化和素质要求单调化窒息了教育的生机

与活力，也遏制了学子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淡漠社会责任感和缺乏反思批判意识，压制了人和社会发

展的无限可能性。此外，愚忠愚孝、压迫女性、崇尚权威等价值局限大多具有历史性，但在现时代，它们

以不同的现象呈现，消解着儒家伦理的正面价值。如何解放出礼乐教化的积极功能，使其服务于而非压

制人的自由发展，是当代转化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5. 礼乐文化的当代价值启示 

在新的诠释的义理空间去把握传统儒学的本真价值，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开辟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当下显得尤为重要。这种开辟不是全盘接收，而是在深刻认识局限的基础上，对具

体元素进行筛选、批判与创造性重构。 
(一) 坚持德育与美育的辩证统一 
礼乐是中国德育和美育的源头，包含着中国最早的德育和美育思想。先秦时候的礼乐具有多层面的

涵义，既是社会制度，又是文化艺术，既是道德规范、交往仪式，也是教学科目。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礼

崩乐坏”，礼和乐在制度层面失去作用，但作为文化艺术层面却继续长期存在着，并对中华民族的人格

塑造产生持久的影响。 
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不仅自己爱好乐律，而且重视艺术审美教育，要求学生学习“六

艺”和《诗》，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3], p. 175)。诗、礼、乐三者从根本上可以说是

道德与艺术的关系，体现德育和美育的辩证统一。诗采集于民间歌谣，抒发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感，

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乐是歌舞乐器的统称，本身便是审美艺术的载体；礼是由进退俯仰和揖让周

旋的动作表现出来的仪式，也是具有审美的。三者的根本宗旨都是为了提高人性素质，发展社会文明，

只是分别通过各自特殊的形式去实现，因此在儒家那里，德育和美育是相互补充、辩证统一的。对于美

育来说，不能将审美停留在感性直观的阶段，将艺术视为纯粹满足感官欲望和情绪宣泄的手段，还需要

理性的制约，将艺术和人的德性、智慧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达到感性和理性融合的自由境界，这也

正是孔子把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放在艺术审美境界的原因所在。对于德育来说，抽象的说教是没有力量

的，而在人际交往和道德活动中产生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的情感是具体的、感性的，因此道德教育经常需

要借助美感形式来打动人心，用仪式、榜样等的力量去教化众人，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停留于外在的仪

式、规范，道德上并没有转化为主体的内在要求，那么仪式、规范就变成了空洞的形式主义，滋生虚伪

浅薄的恶劣品性，成为与道德内容上根本对立的东西，因而孔子痛斥把礼乐等同于玉帛钟鼓的庸俗观点。

因此，只有使礼乐相合，让德育与美育辩证统一，将感官上的乐提升到精神自由之乐，通过仪式、规范

培养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并引入艺术审美境界体悟人性的自由乐趣，这样道德主体的内心与行为才能达

到“美善相乐”的统一，即行善成为发自内心的一种快乐，而不是为了实现某种外在目的，体验到的是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道德与审美之乐已经合二为一、达成圆满了。 
(二) 道德教育的仪式化、法治化 
礼治是先秦儒家政治和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但认为儒家没有法治思想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儒家

并不排斥法治的作用，而主张德刑并举，以德礼为主，刑法为辅。在孔子看来，礼治优于法治，治国应当

用无所不包的礼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而刑法只是一种维护和推行礼治的辅助手段。战国后期，

荀子更是看到了刑法在治国中的重要性，于是对传统儒家的政治理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援法入礼，

主张礼法王道并用。荀子使礼治得到了法的有力支持和保障，大大弥补了传统儒家的不足，后世的统治

者也采纳了这种礼法互补的政治治理模式。就礼乐的仪式化而言，必须通过诸如仪式、习俗等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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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形式，将自身所蕴含的文化精髓融入个体的存在之中。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影响着人的精神生活，发

挥着教化与培育的作用，而且直接关联到个体人格的塑造以及生命价值的实现。换言之，教化理念通过

具体实践活动的载体，将文化信息内化于人心，进而对个体的全面发展及生命轨迹产生深远影响。例如

在古代中国，婚姻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礼，这六种程序都需要礼品相送，并且这些

礼品都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或以珍贵，或示吉祥，共同烘托士昏礼的神圣与庄重。因此中国人传统家族

式的婚礼，拜天地、拜高堂等，与西方人结婚去教堂、举行舞会相比，其中的文化意义是不同的。 
礼治教化有劝善之功，刑法法令行惩恶之用，礼乐刑政，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齐同民心而使出现天

下大治的世道。然而光靠软治理的礼义教化和人们的自觉自勉自律，很难有效约束和制止恶念恶行的蔓

延。像秦朝那样排斥礼治和道德教化，仅凭严刑峻法也很难维持长治久安。在社会治理问题日趋复杂的

今天，完全可以借鉴和吸取两千多年前的经验，将传统礼治思想进行现代性转化，使礼治与法治结合起

来，推进道德教育的法治化、仪式化，让非强制性的道德教化和文明教育依托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发挥作

用，培养人们的自觉意识，从而达到治标又治本的效果，实现社会秩序与风气的根本好转。 
(三) 公民道德教育的日常生活化 
先秦儒家的道德伦理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面向并且适应古代日常生活世界的，而儒家之道也

正是因此获得了生存和延续的空间。孔子将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人际交往关系简化为五种类型：君臣、父

子、夫妇、昆弟和朋友。并在理论上构建了一整套以“礼”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交往秩序，付诸于日常生活

实践，先秦时期主要包括“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九礼，这九礼几乎囊括当时

政治、社会和家庭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在政治、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中，家庭关系即父子、夫妇和兄弟

的交往占据传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交往的主导位置，夫妇有别、父子有亲、长幼有序是维持和睦家庭的

要求。《礼记》中包含丰富的日常生活史内容，记载着古人一天的生活安排、一生的人生节律和一年的

时令行事，正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记忆。其中《曲礼》最为典型，“曲”有细微曲折之意，曲

礼篇所记内容便是日常生活中的细小礼仪，对待父母要“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小孩与长者同行

要“两手奉长者之手”且“掩口而对”，路上遇见老师要“趋而进，正立拱手”，此外，还详细记载了饮

食、会客、答拜、设宴、驾车、行走坐卧和为人处世等等细节仪俗，社会成员在其生命历程与社会交往实

践中，对这些日常行为规范及礼仪意识产生了广泛的认同与共鸣，由而转化为普遍认可的社会规则与道

德标准，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思维和价值观，成为

中国人几千年来安身立命的精神皈依。 
当下对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审美层次、道德境界、行为方式等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在注重

大叙事的同时要关注小叙事，在吸收外来优秀思想的同时要继承本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和精神，借鉴传

统文化将道德教化融入日常生活的有效经验，加强道德教育日常生活化的工作和实践。针对当代民众普

遍的无礼、失礼甚至弃礼等行为失范问题展开礼仪教育，引导帮助青年人克服人际交往障碍，加强人们

的日常心理健康教育，塑造健康人格气质和良好心理品质，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还必须强化人民

群众的网络行为规范教育和网络道德教育，全方位对受教育者的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等进行

规范和正向引导，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井然有序、既生动又活泼、既民主又自由的氛围。 

参考文献 
[1] 刘清平. 儒家从“不能用”到“受重用”的命运转折——“忠孝不能两全”的悖论解析[J]. 社会科学家, 2018(3): 24-31.  

[2] 俞荣根. 超越儒法之争——礼法传统中的现代法治价值[J]. 法治研究, 2018(5): 3-13.  

[3] 隋思喜. 礼乐精神与儒家情理交融的道德意识[J]. 社会科学战线, 2019(6): 64-71.  

[4] 董平. 秩序与和谐: 礼乐制度与行为正义[J]. 浙江社会科学, 2022(9): 111-121, 16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8388


姚子砚 
 

 

DOI: 10.12677/acpp.2026.158388 263 哲学进展 
 

[5] 邓晓芒.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及其与儒家伦理的比较[J]. 道德与文明, 2020(2): 5-15.  

[6] 陈来. 坚守中国文化立场重写中国哲学通史[J]. 孔子研究, 2022(2): 5-10, 157.  

[7] 李景林, 马晓慧. 将方法收归内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J]. 天津社会科学, 2019(2): 27-32.  

[8] 李景林, 云龙. 教化——儒学的精神特质[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7(5): 25-31.  

[9] 杨国荣. 政治实践与人的德性——儒学视域中的为政和成人[J]. 社会科学文摘, 2017(7): 86-89.  

[10] 任剑涛. 心同此理: 天理人情与德化政治的儒家设计[J]. 学术界, 2024(10): 5-21.  

[11] 干春松. 差异与平等: 荀子对儒家社会角色的义理疏解[J]. 社会科学文摘, 2023(8): 32-34.  

[1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线装书局, 2006: 90.  

[13] 孔子. 论语译注[M]. 孔祥瑞, 译注.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0: 410.  

[14] 戴圣. 礼记[M].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2: 246.  

[15] 孟子[M]. 杨伯峻, 杨逢彬, 译注. 长沙: 岳麓书社, 2021: 173.  

[16] 荀子. 荀子[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25: 215.  

[17] 李泽厚. 华夏美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61.  

[18] 郭沫若. 十批判书[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87.  

[19] 李景林. 教化视域中的儒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51.  

[20] 荀况. 荀子[M].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 141.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8388

	从“亲亲”到“礼法”：礼乐文化的内在张力与当代启示
	摘  要
	关键词
	From “Kinship” to “Rites and Laws”: The Internal Tension of the Culture of Rites and Music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生成
	3. 儒家礼乐文化的核心义理
	4. 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局限
	5. 礼乐文化的当代价值启示
	参考文献

